
文化地图在城市街区集体
记忆建构中的作用初探

———基于“记忆江宁”活动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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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记忆江宁”是在城市空间快速变化的背景下，由上海市静安区江宁路街道办为留住城市街区集

体记忆而组织的一次活动。通过综合运用非参与式观察、入户访谈、关键人物深度访谈和文本分析等多种质

性研究方法，可以探讨“记忆江宁”活动中编制的文化地图是否可以成为承载地方集体记忆的有效载体，并结

合文化地图的编制过程分析主体参与机制及其对地方集体记忆建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记忆江宁”活动

中完成的文化地图可以成为建构城市街区集体记忆的有效载体；地图编制过程中的居民参与对地方集体记忆

的建构具有积极影响；在文化地图的要素选取和编制过程中也存在主体间的权力不平等现象，表明文化地图

所承载的城市街区集体记忆仍然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和结果。由此可见，“记忆江宁”活动对城市空间地

方营造和地方集体记忆的建构极具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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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开发开放以来，上海的城市更新速度明显加快，不少老建筑、老街坊随之消失。作为城市基本

单元和人们日常生活重要载体的城市街区普遍发生了景观的巨大变化（王峤等，２０１８），不少老居民也
已在旧城改造中搬离，城市街区的原有地方性难以延续，居住者对街区的发展历史变得陌生。虽然从短

期看，街区地方性的中断并未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作为城市最基础的细胞，街区地方性和历史记忆

的普遍缺失，会削弱整个城市的文脉，也不利于社区感的建构和街区凝聚力建设。在上海全力打响“四

大品牌”的背景下，更有必要以街区地方性的重构支撑“上海文化”品牌建设。已有研究显示，本地社会

若想在一个高度流动性、多元文化并存且极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下保存其独特的地方性，增进主体对地方

的认同，就必须唤醒地方集体记忆并对原有地方文化意义进行再生产（Ｚｈｕ，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唐雪琼等，
２０１１）。集体记忆就像一座桥梁，与记忆过去、联系当下和想象未来都密切相关（Ｊｉｊｏｎ，２０１８）。上海市
静安区江宁路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江宁街道办）于 ２０１７ 年组织的“记忆江宁·美丽家园发现之
旅”———江宁老街坊记忆留存专项工作（以下简称“记忆江宁”），旨在激发居民和各界对老街区的记忆，

并将其融入美丽家园、美丽街区等社区文化营造活动之中，有可能折射出地方集体记忆的建构机理和潜

在价值。“记忆江宁”活动包括绘制一张文化地图、拍摄一部宣传片、编撰一套图画书和挂牌一批江宁

记忆点等。其中，文化地图的绘制是这套文化活动组合拳中最先完成的子项目。为此，本文主要拟结合

对文化地图绘制成果的影响调研，初步探讨文化地图在地方集体记忆建构中的可能价值，并由此回溯文

化地图的编制过程，探究文化地图编制中的权力关系及对地方集体记忆建构的可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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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地图与地方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是一个社会对过去的公开表征（ｐｕｂｌｉｃ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是整个社会对过去的信仰、情感、道
德判断和知识的分布，即我们记住了什么内容，表现在哪些方面（Ｊｉｊｏｎ，２０１８）。集体记忆的概念源于涂
尔干的“集体意识”理论；哈布瓦赫（Ｍａｕｒｉｃｅ Ｈａｌｂｗａｃｈｓ）（２００２）据此最先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并将
其定义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的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以后，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１９９８）证明了记
忆的社会性倾向，还提出了“心理概图”的概念，认为每个社会群体都有特别的心理倾向；而 Ｖｙｇｏｔｓｋｙ
（１９９７）则指出，人类的记忆必须在社会、社群和文化的概念下被理解，同时，随着年岁增长，帮助记忆的
符号工具会陆续被发明出来，从而为集体记忆的形成和传承机制研究奠定了社会心理学基础，他们也被

并称为“集体记忆三大家”（王明珂，２００６）。目前有关集体记忆的研究，一类受 Ｈａｌｂｗａｃｈｓ、Ｎｏｒａ 等的影
响，重点关注空间、景观与集体记忆的关联；另一类则主要受 Ｃｏｎｎｅｒｔｏｎ 身体记忆理论的影响，主要关注
庆典、仪式、表演与集体记忆的建构（钱莉莉等，２０１５）。可见，不仅集体记忆的载体是多元的，而且无论宏
大叙事或日常生活、政治空间或世俗空间、物质景观或非物质景观、精英阶层或草根群众，都可能对集体记

忆的建构和重构发挥作用。不过，必须指出的是，集体记忆的相关研究大多基于国家或族群，从而与国家

记忆、民族记忆等社会学研究具有更紧密的联系。虽然也注意到“它根植于地方，包含了地方的往日”（Ａｌ
ｅｘａｎｄｅｒ，２００９），但所谓的“地方”更多是特定历史事件或人物的活动地，是地理坐标，而非具有独特地
理位置、区位特征并承载特殊情感的空间（Ａｇｎｅｗ，２０１１）。近年来，随着地方研究的复兴，有关地方集体
记忆的研究也逐渐丰富。它们更多关注依赖于特定地理空间的集体记忆（Ｈｏｗａｒｄ，１９８６），强调特定地
方历史上形成的不可移动、不可复制的特色景观或地方精神所具有的载体价值（孔翔，２０１７），毕竟，这
些正是凝结地方情感和认同的基础。在“记忆江宁”活动中，一方面注重激发居民和各界对“往事”的记

忆，体现了对主体性的关注；另一方面，以文化地图为载体，则显现了对地方历史景观的倚重，因而可以

说是一次对街区地方集体记忆建构的过程。透过文化地图的编制过程和效果，不仅有助于解读这一地

方集体记忆建构过程的主体间权力关系，也能揭示文化地图在地方集体记忆建构中的潜在价值。

文化地图起源于芝加哥学派将地图方法应用于社会空间研究；以后，受地理学“文化转向”的影响，

逐渐关注到日常文化实践及其地图化的呈现。当下，文化地图作为一种特殊的交流沟通载体，在社会实

践、学术研究和政府规划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Ｂｅｎｈａｂｉｂ，１９９６）。因为它不仅描述了特定地方文
化组织、文化产业、文化遗产等物质性文化要素的分布状况，而且能折射出记忆、叙事、价值观等主观要

素，反映出特定区域的活力、文化认同、地方感和生活品质，因而有助于对区域进行定义（Ｓｔｅｗａｒｔ，
２００７），也能帮助社区或群体完善对自身的认识，而通过不同地图符号的表征，还能使读者和地方之间建
立某种特殊的联系。可以说，文化地图作为一种特殊的交流沟通方式，完全可能成为地理学研究地方集

体记忆与认同的一个重要视角（Ｂｅｎｈａｂｉｂ，１９９６）。同时，在文化地图编制过程中，政府、专家、居民等不
同类型主体都可能凭借其对特定区域的知识或经验希望获得文化表征权，但并非所有主体的权力需求

都能得到充分满足，不同类型主体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对文化表征权的争夺，甚至某些主体会采取抵制

的话语或行动（周尚意等，２０１０）。“记忆江宁”的文化地图绘制活动虽然积极吸引广大社区居民的参
与，以共同描绘属于“江宁人”的地方印记，但在实践过程中，究竟哪些类型的主体获得了较大的文化表

征权力，拥有不同权力的主体对文化地图的绘制成果会有怎样的态度，也是值得深究的问题。它不仅是

在回答谁的记忆被安放在了“记忆江宁”的文化地图之中，更是在回答地方集体记忆是如何被社会建构

的，其影响如何。这正是新文化地理学在地方集体记忆研究中的关注重点，也有助于考察地方集体记忆

的动态变化与重构机制（刘玄宇等，２０１７）。
已有地方集体记忆的研究虽然涉及城市街巷（李凡等，２０１０；周玮等，２０１６）、传统村落（孔翔等，

２０１７；吕龙等，２０１８）以及纪念场所（李彦辉等，２０１３；侍非等，２０１５）等不同类型的地方，但大多关注地方
特色景观的作用，相对忽视文化地图这类可视化表达成果的潜在价值（周国奎，２０１６），更是较少探究其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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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主体间相互作用。“记忆江宁”活动的文化地图绘制过程及成果为此话题的分析提供了鲜活的研究素

材，本文希冀通过解读“记忆江宁”活动中的居民参与机制及对文化地图绘制成果的态度，初步回答文化地

图在重构地方性中的作用机理，这也将是对新文化地理学意义地图理论的有益补充（ｍａｐｓ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二　 研究案例与方法

江宁路街道位于上海市静安区中南部，其四至范围北为安远路、南为北京西路、东为胶州路、西为西

苏州路和泰兴路，属于上海市中心闹中取静的地块（图 １）。历史上的江宁路街区，原本是上海西郊的一
片农田，１８９９年被划入上海公共租界的范围。１９００年，公共租界工部局修筑了一条南北走向的马路，时
称“戈登路”（戈登是当时英国洋枪队首领的名字）经过此地。道路通车后，沿路形成了住宅和工厂的混

合分布区，这就是江宁路街道作为工业与居住混合区域的最初形态。１９４３ 年，汪伪政权接管租界后，将
戈登路改名为江宁路。抗日战争后期，江宁路地块成为国民政府在上海的 ３２个行政区之一。新中国成
立之后，江宁区建制被撤销，经过数次的行政区划调整，目前是静安区下属的一个街道办事处。在近百

年的发展变迁中，江宁路街道辖区逐步由城市郊区变身为繁华的闹市，曾存在不少的老民居、老弄堂，也

曾建有 ２０世纪工业化初期的许多老厂房、老宿舍，还有租界时期遗留的具有中西文化交汇特色的公馆
和教堂；而在 ２０世纪末以来的城市更新中，这一地块也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和良好的社会经济基础，较
早经历了城市更新和旧城改造，并逐步成为商务楼宇和城市精英阶层的集聚之地，不同国籍、不同民族、

不同信仰的“新上海人”在此工作、生活，使其逐步成为兼具全球化和上海地方特色的时尚文化街区。

值得指出的是，在快速的城市更新中，江宁路街道大多数遗存的物质文化景观或者消失，或者淹没在大

片的新景观之中，难寻足迹，而旧城改造还促成了大量老居民的异地搬迁，新楼盘的开发则引进了不少

的新住户。由此，这一街区无论在景观形态或居民结构上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无论新老居民，都面临

图 １　 江宁路街道地理范围示意图

社区感、地方感重构的压力。增进居民和社会各界对江宁路街道的记忆，不仅有助于社区凝聚力的提

升，也有助于地方品牌和社区旅游的发展。江宁路街道办牵头举办的“记忆江宁”系列文化活动，通过

全部 １８个居民委员会，向当前工作、生活在江宁的所有市民征集他们认为最有文化内涵的街区历史景
观，同时，也欢迎曾经的老居民参与；在此基础上，基于入选的历史景观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绘画作品，以

完成“记忆江宁”文化地图的编制，并印制了 ３ ０００ 份“记忆江宁”文化地图，免费向社区居民和单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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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活动旨在凝练该街区的地方特色，唤醒街区的历史记忆和背后的人文故事，对于留存居民对江宁路

街区的记忆，重构地方性和地方感可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为探究“记忆江宁”文化地图编制活动及其工作成果能否在重构地方集体记忆中发挥积极作用，笔

者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综合运用非参与式观察、入户访谈、关键人物深度访谈和文本分析等多种方

式，对江宁路街道办工作人员及普通市民等不同类型主体的态度进行了深度考察。实地调研总共进行

了三次，分别为 ２０１８年 ６月 ２０—２７日，１２月 ２日和 １２月 ７日。其中，６ 月的调研主要是了解活动进展
情况及街道办、居委会负责人等的态度，并针对辖区内的年长居民进行了深度访谈；１２ 月则主要对新近
迁入的居民和年轻人进行了补充调研。江宁路街道办、江宁路文化中心以及北京里、海防村、恒德里、淮

安里等 ４个居委会的 ８位关键人物接受了深度访谈，对“记忆江宁”活动的发起背景、文化地图编制过程
以及效果等反馈了不少基础信息，也表达了他们对活动成果的态度；随机抽取的江宁路街道辖区内的

１８位居民（无重复样本）接受了入户访谈，重点介绍了他们在“记忆江宁”活动中的参与情况及对活动
成果的态度，同时，也进一步补充了他们对江宁路街区文化景观的记忆。借鉴 Ｈａｌｂｗａｃｈｓ的思想，“老年
人是集体记忆的中坚力量”，相较于年轻人，年长居民对街区历史景观和历史故事等的记忆可能更为丰

富，因此在访谈时尤为关注年长居民的访谈内容和诉求。毕竟，他们在建构和传播自己族群的历史方

面，应当更具有话语权力和权威。除访谈记录外，其他文本资料来源于互联网上关于“记忆江宁”活动

的主题报导，主要用以辅助分析文化地图编制活动的过程和影响。

三　 研究的主要发现

（一）文化地图可以成为建构地方集体记忆的有效载体

从访谈记录看，无论是街道或居委会工作人员，还是普通市民，受访者总体上都对“记忆江宁”文化

地图的工作成果持积极、肯定的态度。文化地图能成为地方集体记忆的有效载体，至少因为它具有如下

三方面的价值：

首先，在快速的城市更新中，作为居民留存记忆的可视化表达成果，文化地图使地方集体记忆的建

构具有了某种物质形式的载体。“记忆江宁”活动中的文化地图，是将当地居民记忆中最重要的历史文

化景观转化为由一组看得见、摸得着的绘画成果组合而成的主观地图，这就使得那些留存至今或踪迹难

寻的具有符号意义的历史景观，不仅拥有了可记忆、可传播、可传承的特色物质形态，而且在被居民回

忆、选取和艺术化再现的过程中，承载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和情感价值。这也契合了西方新文化地理学研

究的“再物质化”倡议，避免了过度重视文化表征而从物质中抽离出来的倾向（钱俊希等，２０１５），为地方
的集体记忆提供了适合保存、延续的新的物质载体。文化地图作为一种文化的物质形式，不仅被刻写了

话语与文化意义，也在意义与符号的生产和交换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不仅为所在街区的民众提供了重

构地方性、地方感的契机，也为其他地方的人走进街区创设了先验性的语境，使所在街区可能由此成为

文化地图所表达以及所能想象的特色文化空间。江宁路街道办党工委书记就在接受访谈时指出：“我

们的社区里也有不少地方在动迁和施工，不经意间‘某某里’、‘某某?’、‘某某坊’就一下子消失了，这

就提醒我们，留住城市记忆迫在眉睫，而这次文化地图编制活动就是一次很好的尝试，也还算成功。”

（访谈时间：２０１８年 ６月 ２４日）他特别提到，尽管有些建筑已经无从阅读，但它们的模样和故事，却能够
通过人们的记忆而得以留存和延续，当然，这一留存和延续的过程，必然不会是原封不动的，而只能是再

加工和再创造的成果。而对于那些新近迁入的“新江宁人”而言，他们本没有先验的江宁记忆，而此次

文化地图的编制成果不仅给予了他们认知江宁的机会和载体，也为他们创设了先验性的记忆。他们和

来此旅游的陌生人一样，都可能由此建构对江宁路街区的历史认知和地方记忆。这种以文化地图为载

体的地方集体记忆的形成，还可能成为以后重塑地方性或不断书写街区历史的重要基础。在某种意义

上说，“记忆江宁”活动绘制的文化地图不仅关联起过去和现在，也指引着未来。

其次，文化地图所呈现的空间和景观，也唤起了人们的地方想象和认同。“记忆江宁”的文化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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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包含了红色记忆场所（２个），宗教场所（３个），民族工业厂房（５ 个）、文化场所（７ 个）、优秀历史建
筑（１３个）等五大类 ３０个地标，可以说是浓缩了江宁路街道历史文化的精华。这些由当地居民和单位
推荐的最具文化内涵的空间和景观，不仅承载着街区的光荣与梦想，不少还与特定历史时期当地居民或

从业者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无论是其中仍然留存、但功能性质已经变化了的地标，还是完全消失了的

地标，文化地图的绘制成果都为居民重新回忆当时的情与景提供了重要线索。天河居民区的受访者黄

先生，曾经是国棉四厂的老技术员。虽然 ２０世纪末，国棉四厂已经关闭，老建筑不复存在，并已建起新
的住宅小区，但他仍向笔者详细回忆了插图绘画中国棉四厂的木棉树和烟囱。他说道：“当年大学毕业

后，被分配到这个国棉四厂里，当时厂址还是淮安路 ６４０ 号南。虽然厂址不在了，好在现在还有两棵玉
兰树被保留下来，这两棵树不仅见证了工厂的变迁，也是我们当时印象最为深刻的……所以在我的手绘

图中，我特意画上了两棵开着白花儿的玉兰树……我画的厂门是 ７０ 年代的样子，家里的老照片几经搬
家不慎遗失了，我就仔细回想当时在厂门口留影的情景，一点点复原出来。这个烟囱是一定要画进去

的，只要看到这个烟囱，就能回想起很多厂里的往事。”（访谈时间：２０１８年 ６月 ２３日）可见，文化地图里
的景观会勾起当事人的许多集体记忆和归属感，从而提供一种“时间锚定”（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ｃｈｏｒｉｎｇ）的感觉
（Ｊｉｊｏｎ，２０１８）。集体记忆不仅包含对事实的认知或记录，更包含着人们既往的行为方式和情感，植根于
当时的人、机构和地方。文化地图的绘制成果重新把人带回到过往的特定时空环境之中，从而为唤起有

着类似经历的他者认同创造了条件。海防村居民区推荐入选的华义毛刷厂，就具有这样的典型价值。

它不仅承载着属于华义毛刷厂人的集体记忆，而且因其品牌知名度和在中国民族企业发展中的特殊地

位，甚至成为了上海人的集体记忆。有受访者谈到，“这个厂现在已经动迁了，但从历史上看，建国后这

个厂就已经存在了，对上海或者中国的产业发展来说，都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长命牌牙刷，上海人都

知道！当时还流行一句广告语‘长命牌牙刷———一毛不拔’，对上海人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共同的回忆

吧。”（访谈时间：２０１８年 ６月 ２４日）文化地图上对华义毛刷厂的绘画成果就突出了“长命牌”和“一毛
不拔”两个吸睛点，对于唤醒主体的记忆和认同具有积极价值。

最后，文化地图不仅加深了居民对地方的认识，也提升了居民传承地方历史文脉的自觉性和主动

性。随着城市流动性加大，人们的地方“根著性”逐渐减弱，地方与空间的变迁成为普遍现象。在全球

化时代，人们也不再安土重迁，甚至在“家”的搬迁过程中，也较少考察迁入地的历史根源，这可能进一

步导致地方原有的丰富历史文化意义逐渐湮灭。这种由于记忆主体的更迭和客体信息功能演化所导致

的记忆生境的弱化，也会滞塞记忆的代际流动（刘玄宇等，２０１７）。而文化地图编制的过程，则能重新唤
起新老居民对地方历史的关注和探究，从而为延续地方历史文脉创造了条件，这也是重构地方性的重要

基础。居住在恒德里居民区的王奶奶，４ 岁时就搬入现在的住处恒德里 ６５ 号，但她一直都不知道这里
是聂耳故居（短暂落脚地）。而文化地图的绘制成果，让越来越多的居民知道了所在社区的故事，也让

王奶奶有了意外发现。“听邻居提起，才知道我住的地方，是著名音乐家聂耳曾经住过的，心里很是自

豪。现在有些游客还会敲响我家的大门，希望能进来参观，如果我有空，我会带他们进屋转转，说说聂耳

的故事。”（访谈时间：２０１８年 ６月 ２６日）可见文化地图不仅能加深居民对所在地方的认识，还能促使他
们主动承担起传承地方集体记忆的责任。住在三乐小区的居民高先生可称得上是“老江宁”，也正是因

为“记忆江宁”的文化地图绘制活动，才发现自己从小生活成长的地方还曾出现过一个漂亮的古典式花

园———徐园。徐园是由昆曲表演艺术家徐凌云仿其父亲在天潼路所建的“徐园”旧园而造，位于康定路

昌化路，是当时的雅集之地，但花园已于 ２０世纪 ３０ 年代被焚毁。尽管如此，“记忆江宁”活动仍勾起了
他对城市历史的探寻，刺激他主动延伸对社区的记忆和对家园的认识。“看到社区地标的征集结果后，

竟然发现自己从来不知道有过‘徐园’这段历史……后来我通过各种方法去找寻，发现我们这里之前确

实有‘徐园’的原址，但在上世纪 ３０年代被焚毁了……文化地图与其说是一幅地图，不如说是我们江宁
地区一段历史的见证。”（访谈时间：２０１８年 ６月 ２５日）

综上所述，文化地图不仅为建构集体记忆提供了特殊的物质载体，更以其可视化表达的空间、景观

唤起了当地人的地方想象和地方认同，并提升了当地人对地方历史的认知水平和传承地方历史文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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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性。这些都说明，文化地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建构地方集体记忆的有效载体，无论官方或居民

也正是由此充分肯定了“记忆江宁”活动的积极价值。当然，在建构集体记忆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主体间

的权力争夺，这也正是新文化地理学特别关注空间权力关系及其影响的内在动因。

（二）居民参与保障了文化地图成为建构地方集体记忆的载体

为做好“记忆江宁”的文化地图绘制活动，江宁路街道办广泛宣传和动员了当地居民、单位的参与，

这也是社区参与的重要形式。具体地说，以制定启动方案为基础，江宁路街道办向其管辖的 １８ 个居民
委员会均发放了活动通知，向所有工作、生活在该街区的市民征集值得记忆的标志性建筑和文化地标。

为保证代表性和均衡性，江宁路街道办要求每个居民区上报 ３—５个文化地标的提名。而据调查，各个
居民区主要是通过居民小组讨论会来商议和决定所属地块的地标提名。之后，在汇总各居民区所提名

的文化地标的基础上，街道办邀请文史专家对地标进行了筛选，也组织了居民投票，最终圈定了 ３０ 个不
同年代、不同类别的代表性新老建筑和文化地标。以此为基础，街道办面向社会广泛征集对上述地标景

观的绘画作品（插图），并得到了社区居民、辖区学校师生和单位白领的积极响应。他们都力图用不同

的画风和形式，展现他们曾经或正在居住、生活的街区里的老民居、老园林和老厂房。活动共收到投稿

作品 １０８幅，经过专家评审，５８幅作品入围网络评选。最后，通过微信平台、公众号等投票方式，挑选出
了 ２０幅优秀的绘画作品，成为文化地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图 ２）。而整张地图，也不主要是呆板的街道
和地名，而是由文字、地标、绘画作品和漫步路线组合合成的彩色画卷，既让居民平添一份自豪感，也可

以成为游客手上的导览图。从“记忆江宁”文化地图的编制过程看，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是重要特色，

这为激活更多主体的地方记忆和地方想象创造了条件，也让更多主体愿意作为参与者积极传播文化地

图的编制成果。正是因为居民有了一定的文化表征权，才促使他们参与建构自身所在区域的地方性记

忆，从而提升了对地方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周尚意等，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实际上，社区居民参与文化地图的
绘制是后现代主义地理学的一种表现形式（Ｓｏｊａ，１９８９），是对传统自上而下的精英制图有力的回应，也
是反传统主流文化的呈现，可以弱化符号统治及其他任何形式的不平等（Ｐａｒｋｅｒ，２００６）。在居民普遍参
与文化地图的编制过程中，相对弱势的群体也获得了参与对所在区域记忆和知识建构的权力，从而有助

于更好地应对区域社会问题（Ｓｔ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７），这也是社区参与的有效方式。此外，“记忆江宁”文化地
图的表达形式也是人本的（ｈｕｍａｎｉｓｍ），正如江宁路街道办工作人员所言，“城市是有记忆的，建筑是可
以阅读的，街区是可以漫步的，社区是有温度的”，正是有温度的文化地图才更好地承载了地方集体记

忆。作为活动的组织者，江宁路街道的姚先生表示，“很多老居民搬离了江宁，搬离了静安，但是街道的

这些老建筑、老街坊、老马路都是他们以前生活当中美好的记忆，我们想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居民自己动

手，把集体记忆留存下来，让更多现在生活、工作在江宁的居民能分享一些记忆，增强他们对这里的认

同。”（访谈时间：２０１８年 ６月 ２６日）可见，活动的组织者一开始就有“让居民自己动手”的意识；而三星
坊居民李阿姨在受访时表示，“越来越多的游客因为这个地图知道了这里，慕名而来……所以我觉得这

也是一个很好的活动，唤醒了不少记忆”，（访谈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７ 日）这就表明，居民参与也的确帮
助文化地图绘制活动实现了建构地方集体记忆的初衷。

启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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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记忆江宁”文化地图的编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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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居民参与水平影响其对文化地图编制成果与地方集体记忆的态度

文化地图不仅涉及数学法则，更是一个融合了地方政治、心理、社会和经济权力的过程（Ｃｏｓｇｒｏｖｅ，
１９９９）。尽管“记忆江宁”的文化地图编制注重吸引当地居民的参与，但在实践中，不同居民群体的参与
水平仍存在很大区别。而不同主体对文化的表征均具有独特的权力，并由此形成了彼此之间的张力。

在参与水平不同的状况下，就可能出现权力的争夺，参与水平较低的群体可能以话语、甚至行为实践等

来捍卫自身的地方认同（Ｑｉａ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此外，文化地图的编制往往还需要艺术、行政、公共管理、
规划等领域专家的参与，他们的权力也可能对地方集体记忆建构的效果产生影响。从“记忆江宁”活动

的组织过程看，街道办和专家拥有的文化表征权力更大，他们共同决定了活动的主题、方案和规则，居民

则只是在一定范围内拥有建议权，并且不同的居民主体会因为身体状况、知识基础、艺术修养和社会地

位等的差别，在实际的参与度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文化地图和地方集体记忆一样，从来不可能是原样恢

复或完全再现，而只能是一种社会建构，总有一些因素决定着哪些东西被删除、保留或修订（Ｌｅｇｇ，
２００５）。典型的如，北京里居委会的受访工作人员就提到，“北京里居委会这边本来是拥有最多文化地
标点的，大概有 ４０—５０个吧。但根据要求，以居委会为单位只能上报 ３—５个，肯定是挑那些名气最大
的。那些八九十岁的老头老太太，他们对这些历史最了解，他们说给我们听，我们再把觉得比较有代表

性的挑选出来，就是这么一回事。”（访谈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７ 日）从这段叙述中不难看出，文化地标的
挑选过程是存在着文化表征权的争夺，而居民的参与度也会影响其文化表征权。同样的，地方集体记忆

不是所有关于地方的记忆要素的集合，也不是对地方日常生活的无限积累，而是一种具有选择性的社会

行为，存在某种结构性失忆或强化记忆（周尚意等，２０１６）。无论居委会或街道办，都必须要取舍扬弃，
地方集体记忆和其载体文化地图一样，只能部分地反映出江宁路街区过去发生了什么。由此，居民的参

与水平不仅会影响到文化地图的内容，也会影响到其对文化地图和地方集体记忆的态度。

作为一项社区集体活动，文化地图编制中的居民参与并非是强制性行为。正如“记忆江宁”活动相

关负责人的介绍：“文化地图的原型都是来自居民的创作、拍摄和绘制，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十

几岁的小孩，都参与了这个活动。但是呢，每一项活动都不可能全覆盖，这是一个活动覆盖面的问题。

我们组织了这个活动，广泛宣传和动员了小区居民参与进来。对于这个小区有情感的、想参与到这个活

动当中的人，他们就来参加。我们无法为了这个活动细分各个群体或者指定某一特定群体，反正就是面

向居民。外地人对这个感兴趣也可以参与进来。”（访谈时间：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 ７日）可见，无论活动组织的
群众基础多么好，都会存在主体间参与水平的差异，并可能由此影响其对文化地图绘制成果的态度，这

也正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地方集体记忆的社会建构机理。

参与度较低的居民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从头到尾都没有、也不想参与文化地图编制工作的居

民。根据调研访谈的记录，他们大多认为，活动成果没有太大的实质意义。例如，海防村一位受访者就

质疑没有把抗战时期解放上海的遗迹保存和标记进来，并认为那才是江宁路最具有历史价值的景观。

他谈到：“烈士墓、监狱和迫害烈士的水牢，都不见了，都被现在的高楼和歌厅给占了。我们老人都知道

的，我比你还小的时候就已经接受这方面的教育了，都去参观过的，现在你还能找得到那些遗迹吗？抗

战这么重要的东西，该记住的没有记住。这个地图上的都不是重要的。”（访谈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７ 日）
第二类，是想参与、却因故不能参与的居民，主要是身体不便或者运用新技术能力有限的年长居民。他

们大多拥有深厚的地方记忆，并且这些记忆是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积淀的，更为真实。但由于“记忆江

宁”活动的许多环节都是通过网络平台或直接去居委会提议的形式展开的，因此，大多数行动不便或不

懂网络操作的年长者，被迫降低了参与度，从而使其文化表征权受到限制。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文化地图和地方集体记忆的真实性，也降低了年长居民对活动成果的支持度。例如，武定坊居民区的一

位受访者说到：“这里是 １９３７ 年建起来的，我们是 １９３８ 年过来的，可以算是老江宁人了。但‘记忆江
宁’这个活动我们之前都不知道，后面居委会好像有人发放这个地图，我们才知道的。感觉它前期宣传

不够啊，或者没有考虑到我们这帮老人。”（访谈时间：２０１８年 ６月 ２３日）第三类，是前期有所参与、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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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放弃了的居民。虽然“记忆江宁”的文化地图编制充分调动了人们的参与积极性，但经过文化地标的

筛选过程，某些主体的个体记忆已经无法成为集体记忆的组成部分，其地方认同和情感空间未能得到肯

定，也就中止了对活动的继续参与。如蒋家巷的一位受访者提到，“‘记忆江宁’地图绘制这个活动，我

是知道的，征集地标的时候我们好多街坊也都推荐了自己认为是好的地标，但不知道怎么就没选上，后

面问了居委会的人，对方也没怎么解释，再后来就不想参加了。”（访谈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从访谈
记录看，这些中途退出的居民，大多对文化地图绘制活动的意义持保留态度。

综上所述，地方集体记忆的塑造与传承也包括遗忘———并不是关于过去的一切都能被记住（Ｊｉｊｏｎ，
２０１８）。这在“记忆江宁”的文化地图编制中最突出地表现在地标的筛选过程，当然也会在手绘地标的
筛选中有所体现。而文化地图绘制中的主体间权力关系，虽然主要表现在社区、专家和普通居民的权力

关系上，但也与居民的参与度有关。街道办事处及其领导人拥有决定性的文化表征权，不仅决定了活动

的主题和规则，也主导了文化地图的编制成果；专家则凭借专业知识获得了较大的话语权，在活动过程

中可以引导地方集体记忆的建构；居民也获得了一定的文化表征权，但其权力的表达不仅受到街道办事

处所制定规则的限制，也受到自身身体状况和知识技术水平的影响，不少年长居民的参与度有限，而这

不仅影响到文化地图与地方集体记忆的内容，也影响到相关主体对活动成果的态度。当然，由此也可以

看出，文化地图及其所承载的地方集体记忆都是社会建构的过程和结果。

四　 结论与讨论

一个地方如果没有了记忆，就没有了文化的根源和变迁的脉络。城市街区作为大量事件发生的地方，

迫切需要通过群体的记忆和叙述，来延续独特的发展脉络和主体的情感（Ｒｉｎｇａｓ，２０１３），这也是地方文化
品牌和凝聚力建设的重要基础。上海市静安区江宁路街道组织的“记忆江宁”活动是在大规模城市快速更

新背景下，为留存和建构地方集体记忆组织的系列活动。本文综合运用非参与式观察、入户访谈、关键人

物深度访谈和文本分析等多种质性研究方法，重点考察了其中文化地图编制活动的价值及机理。研究发

现，“记忆江宁”文化地图活动，为建构并留存地方集体记忆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也表明，文化地图可以成为

地方集体记忆建构和延续的有效载体。这不仅是因为文化地图对历史景观可视化表达进行综合的成果能

为建构集体记忆提供特殊的物质载体，更因为地图上展示的空间、景观唤起了当地人的地方想象和地方认

同，增进了当地人传承地方历史文脉的自觉性。而“记忆江宁”活动中的居民参与则是文化地图成为地方

集体记忆载体的重要保障。因为居民的参与不仅有助于深度挖掘城市街区的历史人文故事，并由此较为

全面、真实地建构对江宁路街区的集体记忆，同时也能在扩大参与面的过程中，普遍增强居民的文化认同

和地方感。当然，在此活动中，街道办事处及其领导、相关专家和当地居民拥有的文化表征权并不相同，居

民的权力有限，并且不同居民的参与度存在很大区别，年长居民可能难以有效表达其相对更为真实的记

忆，这不仅会影响到文化地图与地方集体记忆的内容，也会影响到相关主体对活动成果的态度。

“记忆江宁”活动及其文化地图的编制成果，对于当下城市空间的地方营造和地方集体记忆建构具

有启示意义。一方面，地方营造旨在塑造地方感和再现、生产地方意义，建立起居民与社区环境之间紧

密的社会关系，因此在决策机制过程之中要凸显社区参与的价值地位，实施过程要充分发动社区居民参

与进来，注重倾听他们的声音和诉求（Ｌｅｗ，２０１７）；另一方面，为提升文化地图质量，进一步发挥其在地
方集体记忆建构中的作用，建议为年长者居民的参与创造更多有利的条件。在旧城改造存在异地搬迁

的情况时，还应重视吸引已经迁出的年长居民的参与。此外，文化地图编制和地方集体记忆的建构，仍

然是被选择和被社会建构的过程，因而需要反思我者的空间是否具有让他者认同的清晰的文化价值。

有些记忆是非表征的，虽然对我者重要，但很难被他者认同。而尊重对方的记忆，聆听他者的记忆，有助

于维护文化的多样性（周尚意等，２０１６）。
（责任编辑　 唐忠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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